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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观念与中国实践1 
 

吴  飞 
 

一、从世俗国家到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一般被认为是现代世界基本的国家形态。有人指出，我们经由日文把 nation-state

翻译成“民族国家”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个概念所指的并不只是“单一民族的国家”，而是“世俗

国家”。确实，nation-state 的含义并不只是单一民族建立的国家，而且是摆脱了神权枷锁的主权

国家。不过，对这个概念的误解，并不是从它的日文翻译或中文翻译开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前后民族觉醒的浪潮中建立的很多国家，就已经把 nation-state 理解成了“单一民族的国家”。日

文和中文的理解，只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对这个概念的普遍理解的一个延续，而不是因为日本人和

中国人特别地误解了它。 

在欧洲早期现代，随着世俗王权的强大和宗教改革的推进，nation-state 也逐渐形成了。当时

民族国家的主体，确实不是 20 世纪意义上的族群概念。不过，由于世俗方言的兴起，以及新教各

教派的形成，也就形成了单一语言、单一教派、世俗王权至上，这样三位一体的 nation-state，来

对抗罗马教廷拉丁语的神权统治。这些国家的公民，也就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民族，而这样的“世

俗国家”，也就慢慢可以被理解为“民族国家”了。 

这一点尤其可以在 19 世纪末德国完成统一的过程中看到。随着拿破仑的战争以及普鲁士帝国

的逐渐强大，以前极为分散的德意志各邦的民族意识日渐兴起。但把这 100 多个小邦国统一成一

个国家不仅在政治上不是易事，在理论上要说服每个邦国的公民也需要大量的工作。因此，当时

德意志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所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研究看上去非常不同的各个

小邦国人民之间的共同性，然后把他们塑造成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从而成为国家统一的基础。虽

然这些学者的工作在大多数邦国是成功的，但在奥地利这个与德意志民族有明显亲缘关系的人群

中，却始终未能建立起民族认同。德意志的统一，既是德意志强大的现代世俗国家的建构，也是

德意志民族的形塑过程。 

所以，虽然 nation-state 指的不只是民族国家，但这种世俗国家确实是经常建立在单一民族基

础上的民族国家。这个并不是绝对的误解。因此，现代中国人在接受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还是

准确把握了 20 世纪初西方世界对它的基本理解，其所缺的部分只是未能了解这个概念形成的复杂

历史过程，无法洞彻从世俗国家到民族国家这一历史过程的思想史意义。但这一点，是现代中国

在接受很多西方观念时所犯的通病，比如无法理解自由民主背后的思想内涵，无法看到现代科学

背后的人文意义，等等，这都是要假以时日，慢慢探索和澄清的。 

  

二、民族国家与多民族的现代国家 
  

既然 nation-state 并不内在地意味着单一民族的国家，那么，在现代西方，就完全可能形成非

常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事实正是如此。即使在西方，单一民族国家也并不是唯一的现代国家形

态。 

我们姑且不说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基本上不存在，很多国家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也并不符合

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上建立世俗国家这一路向。比如率先崛起的英国，可以说是现代世俗国家的典

范。虽然我们一般也把它当作以英格兰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但且不说它早就吞并了威尔士和

                                                        
1 本文刊载于《文化纵横》2009 年第 6 期。 

http://www.sunyefang.org/docs/wenhuazongheng/di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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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这样的异民族，而且在它走向现代国家的关键时刻，英格兰与苏格兰形成了联合王国，这

一多民族的特性甚至体现在了它的国旗上：两个十字架的交叉代表了两个基督教国家的联合。更

不必说拥有众多殖民地的大英帝国，当然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以欧洲移民为国民主体的美国更不是单一民族的世俗国家。美国建政之初，联邦党人和反联

邦党人之间的那场争论，多少就和这个问题相关。究竟是建立小型的道德共同体，还是建立容纳

多民族、多宗教，甚至多语言的众多群体，建立一个庞大的现代帝国，正是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

人争论的焦点之一。要打破启蒙思想家所谓民主制不可能在大国实现的断言，建立一种前所未有

的国家形态，就必然包容不同的信仰、文化和民族背景。美国的成功为现代国家创造了一个崭新

的模式，与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自由民主的世俗国家的传统已经非常不同。而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恰恰是美国这个多民族、多文化混杂的大帝国，反而逐渐变成了西方自由民主的代言人。

难怪托克维尔要特意远渡重洋，去研究民主在美国安家后究竟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 

超越民族国家的模式，其实并不只是英美政治思想的发明，而且代表了现代西方政治理想的

一个更高境界。这种超越多少类似于当年罗马帝国对城邦制度的超越。在希腊罗马的古典城邦，

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也和启蒙思想家一样，认为大国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希

腊人普遍认为，文明人的生活只有在狭小的城邦中才有可能，像波斯和埃及那样的大国，只能是

野蛮人。但是，随着亚历山大对城邦模式的打破，以及后来庞大的罗马帝国的崛起，城邦制不仅

无法维持它的政治安全，而且根本就无法存在了。基督教的兴起和传播，也打破了民族宗教的形

式，为跨民族的大帝国提供了意识形态。 

到新教改革的时候，庞大的天主教会重新分裂为各自为政的新教派别，并与世俗政治体结合，

于是有了建立世俗的民族国家的要求。像英国的亨利八世成立圣公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

过，从天主教会分裂为新教教派，这并不是回到基督教之前的民族宗教。每个新教教派都有普世

的宗教要求，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力量而不得不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民族国家之内。因此，圣公

会的英国仍然愿意与天主教的苏格兰联合。 

正是因为基督教文明的这种普世要求，哪怕是到了今天，欧洲人不仅不满足于民族国家的模

式，而且试图统一欧洲，恢复罗马帝国的光荣。美国人之所以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民族国家的模

式，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建立现代新罗马的迷梦。美国之后，加拿大、前苏联等国家采取的都是这

一模式。 

  

三、从“五族共和”到五十六个民族 
  

中国建立现代世俗国家的任务，恰恰与革命党人的排满思想同步发生，于是就很容易接受民

族国家的概念中的民族主义成分。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排满的热潮渐渐消退了，“驱除鞑虏”的口

号也逐渐被更理性的“五族共和”思想取代，但民族国家的理念依然延续了下来。民国时期的民

族学受德国影响不小，其基本倾向就是，从中国传统的宗法思想出发，试图将汉、满、蒙、回、

藏五族比附为同一宗族的不同分支。于是，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说： 

“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

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

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古代中国的民族就是这样构成的。所以在这

个时候，中国全体的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崇高的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

决不是徒托空言的。” 

陈伯达在批判此书时指出：“民族血统论，本来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糟粕，德、意、日

法西斯就是拿这类怪论去作为进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蒋先生也以血统立论，实属怪事。”

这一批评虽有其政治上的目的，但他指出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与德、意、日的民族国家路向更加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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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却是实情。 

共和国建立之后，则采取了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学习苏联的经验，通过细致的民族识别，把

本来差别也许很细微的族群区分成不同的民族，最后确立了五十六个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

政策。 

这种通过苏联学来的模式，就是多民族并存的现代国家模式，是与单一民族国家不同的一种

现代国家模式。虽然这一模式不无它的问题，但总体而言，苏联后来的诸多民族问题，在中国并

没有出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所学习的并不只是欧洲的多民族国家模式，而且中国文明继

承了几千年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模式，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多元一体格局”。 

应该说，无论国民党的“五族共和”，还是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都既从现代社会的国

家建构中寻找支持，也从中国历史上寻找资源。凡是异族入主中原，官修史书总要把该族的祖先

说成是黄帝的某个子孙，因故窜于夷狄，所以这个民族只不过是华夏民族的一个分支；这就是国

民党宗族论的古代资源。但“民族区域自治”的背后，却是“夷夏之辨”的更深层含义。 

  

四、夷夏之辨与多元一体格局 
  

古代圣人向来重视夷夏之辨，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非常不同。很多时候，“夷夏之辨”被理解

成了族群之间的问题，好像这就是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斗争，如吕留良所谓“华之与夷，乃人

与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义”；但若从历史的角度看，则夷夏之辨重视的是礼乐文明，而非血统

或族群。孔子作《春秋》所推崇的尊王攘夷，乃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唐

代的程晏更明确指出：“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

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

矣。”历史上各民族的融合并不是以一个主流族群吞并各少数民族，而是以礼乐文明统合各个民族。

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汉族”，并不是因为血统的同源，而是由于文化的融合。所以当年进入中原

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民族，就慢慢融合成了统一的民族。 

我们也不能把儒家礼乐文明理解为汉族的民族宗教或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的一套文明框

架，在它之下可以容纳各种文化形态和宗教形态。佛教在中原地区兴盛起来，也并没有使佛教徒

不再是汉族；今天的很多汉族人成为基督徒，也不妨碍他们仍然是汉族。甚至，在儒学传播的其

他地区，像日本、朝鲜，也自称为“中华”、“华夏”。把汉族当成一个与其他民族并列的族群，只

是在有了现代民族观念之后的一种强行划分。 

今天的中国，当然已经不再只是古代儒家文明的承载者，而是在中华文明的框架之下，吸收

了大量的现代文明建立起来的一个现代世俗国家。它并不是以“汉族”这个族群为国民主体的单

一民族国家，而是可以容纳多元民族、多元宗教的一个文明和政治实体。在这个政治实体之下的

各个民族，都可以享受和进一步创造共同的礼乐文明，也可以维护和发展各自独特的民族文明；

但在政治层面上，各民族都只有一个忠诚的对象，那就是中国。 

中华文明向来有普世性的天下诉求，这与基督教文明的普世精神有相似之处，但也有重大区

别。西方现代文明在建立诸多民族国家的同时，仍然要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办法重温罗马帝

国的普世旧梦。但中华文明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完全陷入民族国家的狭小局面；其普世理想更不是

通过征服与兼并完成的。而今，中华文明在进入现代世界之后，通过西方现代国家的政治模式，

艰难但基本上成功地继承了“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普世理想。虽然现代中国还有很多重大理论和

现实问题没有解决，现代中国的文明框架也并未完全安顿下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样一个现

代大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使自己或其中任何一个族群缩回民族国家的模式。 

（作者为北京大学 哲学系 副教授） 

【论   文】 


